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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和持续运行需要相应的条件。利益关系、群众意
愿、文化认知、组织规模和区域毗邻等五个因素，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变量函数。
每个因素对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作用和功能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利益关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
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经济基础; 群众意愿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先决基础; 组织
规模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内在基础; 文化认知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
效实现的心理基础; 区域毗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空间基础。其中，利益关系
和群众意愿是影响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实践证明，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
需要以达成共识的文化认知作为纽带，通过共生单元彼此利益关系的交融，增强共生单元参与乡
村治理的意愿，形成一种互利共融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并以一种“包容式”价值理念来统筹新
时代乡村治理格局，探寻一种以利益关系、群众意愿、文化认知、组织规模和区域毗邻为核心要素
的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未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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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治理方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新时代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转型与创
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农民、基层政府与农民自治组织等多个乡村治理主体。历
史上，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县政绅治”模式到“政社合一”模式再到“村民自治”模式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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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作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一项伟大实践，村民自治模式不但促进了中国乡村经济的繁荣，还
推动了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但尽管如此，村民自治模式依然饱受质疑。2014 年 1 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
式”［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2］。“三治”的融合与共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新时代乡村共
生治理的现实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治是共治的基础，乡村共生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
理由“自治”向“共治”的创新性探索，既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益补充，也是新时代乡
村治理模式的有效延伸。
“共生”( Symbiosis) 一词是生物学的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安东·德贝里( 1879 ) 提出，
他认为“共生是生活在一起的不同生物体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3］( P3)。关
于乡村共生治理的阐释，学界已有所涉及。埃比尼泽·霍华德( 1898) 提出“要建设分散、独
立、自足的‘田园城市’，实现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有机融合”［4］( P6) ，这种“田园城市”的构
想就孕育着城市与乡村“共生”的意蕴。刘易斯·芒福德( 1961) 认为“城与乡应当是一个有
机统一的整体”［5］( P79 － 83) ，并提出了城乡不能割裂的“以城带乡”的城乡共生发展理念。国内
研究共生发展的代表专著主要有袁纯清 ( 1998 ) 的《共生理论: 兼论小型经济》、李思强
( 2004) 的《共生构建说论纲》、胡守钧( 2012) 的《社会共生论》等，但很少有学者将“共生理
论”引入到“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场域，对乡村共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甚少，对乡村共
生治理所需要的条件和基础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研究立足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实
际，从利益关系、群众意愿、文化认知、组织规模、区域毗邻等五个维度，求解新时代乡村共生
治理的未来图景。
一、利益关系共生: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经济基础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也是最直接的利益主
体［6］。利益是决定乡村治理成效的关键，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场域不可或缺的共生治理，同
样是由利益决定的，只不过它是由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性决定的。每个共生单元之间的利
益关系，是有效实现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新时代乡村治理更加繁琐复
杂，伴随着农村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可以说，利益关系共生已经成为新
时代乡村共生形成的首要条件。
所谓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7］( P7)。同
样地，乡村共生治理也是不同共生单元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环境等复杂
的共生环境中，通过互利共生、互惠共生、互融共生等共生模式，进而实现新时代乡村的“善
治”。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呢? 利益关系共生是首要条
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霍尔巴赫认为“利益是人类行动的一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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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8］( P512)。马克思也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 P82)。国内学
者通过对乡村治理现状的长期观察发现，某些乡村农民有关“利益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公
共设施……需要由地域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共同决定”［10］( P25) ，也就是说，乡村公共利益的实
现是以乡村全体公民协商、沟通为基础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对乡村
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需要不断地整合、协调、均衡各种利益关系，实现“互”与“利”的有效共
生，最终形成利益关系共生的乡村治理“共生圈”。可见，利益是新时代乡村共生发展的首要
前提，利益关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形成的首要条件。
以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关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经济基础。“如果产权私有，人
们之间缺少利益相关性难以形成利益共生关系; 如果产权共有，则占有者之间就会形成很强
的利益共生关系。”［11］毫无疑问，这种产权的利益共生性将为新时代乡村“共生圈”的建构奠
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原始人类、氏族公社、农业文明时期，人们依赖集体的力量获得生存
与发展，一般是采取财产共有的方式进行合作分工，推崇直接民主的群族或者氏族共生发展
关系，可以说，财产权的共有与共生治理有着密切的关联。事实证明，只要是在公有制框架
下的产权共有，就会存在多元社会关系的共生环境，就有可能形成多元社会关系的利益共同
体，乡村治理也就有可能形成利益关系共生的“共生圈”。
以产权为核心的利益相关程度决定着乡村共生治理的程度。早期经典的哲学家们几乎
都探讨了产权与共同体建构的关系，柏拉图在其构想的“理想国”里提出，产权的公共所有才
会有“良善”的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当统治者一旦竖立起来之后，那里就没有任何
东西是私人的，一切都是共有的”［12］( P206)。让 － 雅克·卢梭提出:“集体的每个成员，在形成
集体的一瞬间，便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
的财富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集体。”［13］( P27) 尽管他们没有直接论述利益相关性与
人类共生发展的关系，但事实证明产权共有或利益关系的城邦共同体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不
竭动力。也就是说，利益相关性、产权共有程度和乡村共生程度三者成正相关，即利益相关
性越强，乡村共生程度就越高; 产权共有程度越高，乡村共生治理格局就越容易形成。
当前，中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
资源，其产权的共有产生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利益相关性，
这为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除了土地集体产权形成的共同利
益外，乡村共生治理的过程也会产生其他的相关利益，诸如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乡村
生态环境的治理、乡村公共安全的保障等，凡此种种都需要行政村庄或者自然村落共同体以
共生合作治理的方式加以解决。总的来说，乡村作为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既是产生利益矛盾
和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源头，也是协同利益关系和调解社会冲突的关键环节。“农民与国家
的关系始终是农村利益关系的主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村利益关系又涉及三个
层级，即县( 区) 、乡( 镇) 、村( 屯) ，只有三者之间的利益相对均衡”［14］( P177) ，才能实现新时代
乡村共生治理的美好图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以共生单元、产权单位、利益单元三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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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为重要条件，只有三者有效融合，才能使乡村共生治理取得较好的成效。
二、群众意愿共生: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先决基础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既需要注重各种外部条件，更需要尊重群众的意愿，
不能用政治或者经济诱惑等手段迫使群众参与，而是要积极地鼓励群众自愿参与乡村社会
的治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核心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私”，并构成了中国农民基本的行动单
位，这对群众是否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至关重要。由此看来，只有建立在群众自愿参与
基础上的共生治理，才是真正的乡村共生，才有可能寻找到新时代最优的乡村共生模式。
从词语释义的角度来看，意愿包含着意向和愿望两层意思。意向是心理活动，属于内在
表现部分; 愿望是心意的外在希望达到的要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
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5］( P7)，“趋”意味着人们愿意接受城邦的生活。大卫·休谟则认为“心
灵、情绪和身体的运动都服从于意志”［16］( P52) ，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实现都是人们自愿接受和
服从的结果，政治国家的创建都是以个人的意愿为依据的，起源于公民自愿的结合与自由的
选择。塞缪尔·P．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每一个国家自成一个政
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17］( P1)。可以看出，经典哲学家、
政治家们的论述都说明了城邦、政治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无一例外地都是由群众自由、自愿结
合产生的，群众意愿是共生治理的基础。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处在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不断延续和深入的大背景
之中，这既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又是一种新时代重要的现实表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人们更加注重政治的公平与民主、社会的平等与正义、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面对不断拉大的
城乡贫富差距、严重失衡的社会结构、不协调的资源配置，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进行新一轮
的实践探索，集聚多方合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群众意愿作为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先
决条件，不仅包含着人们更加注重追求公平、自由、平等的新时代特征，还凸显出乡村共生治
理过程中自我选择、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共生意蕴。共治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挥管理过程，
而是多元主体间对话、竞争、妥协、合作最后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因此，在新时代乡村共生
治理实践过程中，共生单元之间要以一种平等、自由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乡村共生治理的
“命运共同体”，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联盟、农民互助社、农业技术协( 学) 会、农村社
区性合作组织等。
群众意愿程度决定了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程度。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一种
自觉、自愿、自为的选择实践，是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根据群众意愿的不同程度，从心理学
和行为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将群众意愿程度和共生治理的有效性分为四类: 第一类，心里有
意愿，行动有意愿，属于这一类型的乡村治理共生单元，只要能够满足自身的利益与需求，就
能够产生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因而，最易形成乡村共生治理格局。第二类，心里有意愿，行
动无所谓，属于这一类型的乡村治理共生单元，虽然有参与乡村共生治理的强烈愿望，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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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由于利益不够大或者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如果能够增加共生单元对利益与需求的
满足，那么还是有可能形成乡村共生治理格局的。第三类，心里无意愿，但是行动上是参与
的，属于这一类型的乡村治理共生单元，毫无参与乡村共生治理实践的意愿，可能是由于受
到外界某种政治压迫或者行政命令迫使其参加“集体行动”，但却无法形成一种乡村共生治
理的图景，只能是某种强制的聚合。第四类，心里无意愿，行动也无意愿，属于这一类型的乡
村治理共生单元之间无法形成共生，只可能是形成一种强制的聚合，反而严重影响着新时代
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
显然，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实现有赖于群众的整体意愿。作为公共选择理论
的主要奠基者，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就明确指
出:“如果某一集团中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只要那一集
团中的个人是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18］( P2) 简言
之，如果一个组织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那么，组织成员之间集体行动就容易达成。也就是
说，只有建立在理智和意愿上的共同体才能持久存在，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圈”才会
充满生命力。在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实践中，农民个体的意愿是形成乡村共生治理的基
础，但现实中还需要考察由农民个体组成的群体的意愿情况，即需要考量乡村治理各个共生
单元的意愿。事实证明，农民自愿参与乡村共生治理的意愿越强烈，那么，乡村共生治理的
“共生圈”就越容易形成，共生治理的效果也就越会达到最优。
三、文化认知共生: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心理基础
文化认知程度的高低决定着乡村共生治理成效的高低，是影响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
关键因素。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
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
能力与习惯。”［19］( P1) 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一种情感、思维、信仰、价值、习俗与行为方式的复杂
集合。文化认知共生主要是指乡村共生治理过程中的每一个共生单元之间互相认同彼此的
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利益关系，形成一种合作共生、融合共生、协同
共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共生关系。
一方面，文化认知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价值选择的重要依据。中国共有 56 个不
同的民族，那就意味着有 56 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样地，全国共有 32683 个乡镇和 585451
个村民居委会①，这就意味着广袤的中华大地拥有着成千上万种不同的乡村文化。实际上，
中国的乡村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农民对本村、本族有着共同的认识、认知与认同，这为乡村
共生治理创造了最基本的文化认知共生的有利条件。在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实践中，共
生单元所具备的文化知识、个体经验、民风传统等认知是通过不同共生单元对其进行“过滤”
“加工”，并有选择性地吸收对共生发展有价值的东西，最终形成乡村共生治理价值选择的基
础和工具。换句话说，不同的共生单元对不同的乡村文化认知的价值选择，对新时代乡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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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治理价值的认同，显著影响着其对参与乡村治理、多元共治等价值的认同度。
另一方面，文化认知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工具选择的重要依据。新时代乡村共
生治理工具是基层政府、自治组织、行业协会、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共生单元达成有效乡
村合作共治的手段和工具，可以说，治理工具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乡村共生治理的绩效。在全
能型政府文化认知下，以往那些行政命令、强制措施等治理方式已经不符合新时代乡村治理
的要求，需要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等一系列新的治理工具，进而形成以文化认知共
生为有效实现条件的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格局。
当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在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圈”中，不是完全区分
或是割裂了“你、我、他”或“你们、我们、他们”，而是构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
会协同共治格局，“共生圈”内的每一个共生单元情感相通、习俗相近、信仰相融以及理念相
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的“乡土文化”
大背景下，新一代农民对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美好生活等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质化的特
征，事实证明，只有当农民之间、农民群体之间、乡村共生单元之间对国家文明、乡村文化认
知达到共生共融的状态时，新时代的乡规民约才能体现出最大效用，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
状态才能达到最优。
可以说，文化认知共生的程度决定着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程度。新时代乡村共
生治理需要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农民等共生单元的协同合作，共生治理的前提是要建立在
共同的文化认知的基础之上，共生单元的选择不仅要文化相通、利益相近、理念相同，而且要
根据乡村共生治理的目标需要促使投入最小化与产出最大化。
总的来说，共生单元之间的文化认知不同，对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影响也大不相同，
不同的文化认知会产生不同的乡村共生治理模式。换句话说，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需要在
认同各个共生单元的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崭新的、共同的文化认知。譬如，G 省某些集体
经济发达的村庄建立起的村、组两级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合理的收益分配与股份分红，既
能使共生单元之间理性行使自身的权利，又能自觉地履行自身的义务，从而达到最优的乡村
共生治理状态。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推动‘文化’概念逐渐转变为流动的现代
化身的力量与赞同市场摆脱非经济限制———主要是社会、政治和种族的限制———的力量是
相同的。”［20］( P8)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乡村“流动的文化”愈来愈繁冗复杂，传统的农耕文化
已经被众多流动的亚文化冲淡，传统乡村自然、淳朴、和谐的农耕文化逐步消解，“乡村社会
发生了整体性变化”［21］。面对当前乡村猖獗的地下博彩文化、封建迷信文化、低俗丧葬文化
等不良文化现象，如何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多层面重塑乡村共生单
元之间的文化认知，已经成为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当务之急。因此，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
需要共生单元之间互相深刻认知彼此的文化，无论是宗教文化、家族文化还是价值观念、风
俗习惯、行为方式，都应该遵循一种普世的核心价值，不同类型的共生单元都要实现对国家
的认同、民族的认同、村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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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规模共生: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内在基础
所谓组织规模共生，即乡村治理共生单元之间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共生规模，并且达到了
一种最佳的乡村共生治理状态。在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实践中，有效共生的主体是乡村
治理的每一个共生单元，包括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群众等，它的直接动力是
共生单元之间的自主选择性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并具有直接性、群体性、社会性等特点，每
一个共生单元都可以通过平等、自愿的方式参与到乡村共生治理的全过程中，但这需要一定
的前提条件，即适度的共生规模。事实上，共生规模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共生单元规模与共
生空间规模。
一方面，组织规模共生需要充分考虑共生单元规模的问题。一般认为，参与乡村共生治
理的共生单元不宜过多，参与的共生单元越多，达成“集体行动”的合作共治就会越难，共生
治理的效果就会越差。但参与乡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单元也不宜过少，一旦共生规模达不到
合适的区间，就无法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就会降低。
哲学家柏 拉 图 认 为: “对 于 一 个 政 治 国 家 来 说，没 有 比 公 民 们 互 相 熟 知 有 更 大 的 利 益
了”［22］( P149) ，只有公民们互相熟悉了，才能结成更好的共同体。正如罗伯特·A． 达尔、爱德
华·Ｒ． 塔夫特所提出的:“最适当的公民团体应当是能够让所有的公民都相互认识和彼此了
解，并且相互之间尽可能友善。”［23］( P5) 托马斯·卡明斯、克里斯托弗·沃里则强调:“组织规
模的缩小，可以增加组织的灵活性，更适合一个组织或机构的发展。”［24］( P5) 学者们从政治国
家、共同体、公民团体等层面论述了组织规模大小的问题，这对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中共生
单元规模的选择具有重要价值，也充分说明共生单元规模问题是影响乡村共生治理成效的
关键变量。
另一方面，组织规模共生需要充分考虑共生空间规模的问题。共生空间与乡村治理、村
民自治有着极大的关联，共生空间规模大小也会影响乡村共生治理。“一个城邦最合适的人
口限度是既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25］( P361) 在较小规
模的民主体中，公民更容易内化各种社会准则和价值，从而增强自愿的顺从行为，并减少社
会管理中的强制。而更大规模的民主体则为个人、团体以及普遍利益和公共目标之间的观
点分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增加了实现共生效应的难度。这也充分说明，乡村共生治理的共
生空间规模不宜过大，要选择恰当的共生规模，一旦超越了一定的规模，乡村共生治理的难
度就会增大，因而共生空间规模要适中。在日本，即便是较大的市町村，人口也不多，规模也
不大，人们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且容易沟通［26］( P10) ，更容易形成乡村治理“共生圈”。英格兰
的乡镇的人口规模一般为二三千人，这种乡镇规模大小适中，为乡镇的所有居民形成并实现
其共同利益创造了良好条件［27］( P21)。可见，适度的共生空间规模不仅能够增进共生单元之
间的了解与沟通，还可以最有效地维护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形成一种共生单元之间的适应性
共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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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组织规模共生还受到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共生单元不同文化的影响，如
民族特色文化、宗教信仰文化、区域民俗文化等，共生单元之间的文化认知程度、文化认同程
度越高，乡村共生治理的规模就越适宜。二是受共生单元不同利益的影响，如家族利益、宗
族利益、个人利益等，共生单元之间的利益关系越紧密，乡村共生治理的规模就越适宜。因
此，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组织规模共生的要求才是乡村共生治理规模有效性的变量函
数，如果其它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组织规模适度性与组织规模有效区间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归根结底，乡村共生治理必须要有适宜的组织规模，包括共生单元规模和共生空间规
模，它们与乡村共生治理及其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有实现了组织规模的
共生，才能有效推进乡村共生治理格局的形成。首先，合理适度的组织规模能够充分调动共
生单元的积极性，增强共生单元参与共生治理的意愿，减少社会管控的风险，促进共生单元
有效参与乡村共生治理。其次，合理适度的组织规模能够维持“共生圈”有效的共生秩序，保
障共生单元之间的共同利益。最后，合理适度的组织规模能够保证乡村共生治理的成效，使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五、区域毗邻共生: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空间基础
如前所述，利益关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经济基础，群众意愿共生是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先决基础，文化认知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
的心理基础，组织规模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内在基础，但只有利益关系共
生、文化认知共生、群众意愿共生与组织规模共生，仍无法有效地形成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
格局。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形成需要更多的条件和基础，其中，区域毗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
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重要空间基础。
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乡村呈现出人才空心化、人口分散化、家庭空巢化、
土地荒芜化等特点，即使乡村治理共生单元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且组织规模适度、文化认
知程度较高以及群众意愿较积极，但如果共生单元之间地域分布广泛且分散，则仍然无法形
成有效的乡村共生治理。作为自然条件的地理区位也是影响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重要因
素，区域毗邻是乡村治理有效实现的重要前提。学界关于区域位置对一个区域政治体制、社
会行为及治理逻辑的影响的研究非常丰富。卡尔·科恩在研究政治民主的条件时同样涉及
地理条件，他认为:“民主要求能使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 气候、地形等)
一定不要为参与带来太大的障碍。”［28］( P108)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研究结论是:“有助于
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因素可以大致归结为三类: 一是上帝赐予美国人的独一无二
的地理环境; 二是法制; 三是民情和生活方式、生活观念。”［27］( P8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
·杰伊、詹姆斯·麦迪逊在他们合著的《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也提出:“联邦各州能够联合
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29］( P96) 上述经典著作都说明了地理位置对地区
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治理逻辑具有重要影响，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地理位置相近或者说区域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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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对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但无论是城邦的发展繁荣还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都离不开地理
位置的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讲，区域毗邻或邻近决定着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乡村共生治理的区
域越大、距离越远，越难形成乡村共生格局; 反过来，乡村共生治理的区域越小、距离越近，越
易形成乡村共生格局。同时，受中华传统“远亲不如近邻”思想的影响，如果一个区域内的人
们互相熟悉、互有所需，在相同或者相近的地势、地貌中更加容易形成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情
感的认同、习俗的认同，进而形成共生。笔者的走访调研也发现，区域毗邻的村落越是落后、
封闭，其传统文化越浓厚、乡风民俗越融合，越容易达成村落共生的愿景。
区域毗邻是社会共治的空间基础。长期以来，区域毗邻是形成乡村社会共治的重要空
间条件。在传统的乡土中国，人们通过长期的彼此互动，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了共同生
活、生产的空间环境，这种空间环境包含着人们某种特定的共同意愿和共同利益，不仅需要
人们共同维护、彼此珍惜、互相理解，还需要区域毗邻的人们的共同参与，这就为社会共治提
供了必要条件。费迪南·滕尼斯认为:“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
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30］( P65) 总之，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语境中，由于农民对土地与生俱来的依赖性，加之区域毗邻的人们更具强烈的地缘认同感，
因而更容易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共生治理模式，如贵州省凯佐乡参与式共治模式［31］、宜
昌市仓屋榜村“一二五”多元主体共治模式［32］、湖北省宜都市乡村网格化共治模式［33］以及重
庆市巫溪“乐和家园”、河北省肃宁“四个全覆盖”和四川省彭州“民心通”工程等［34］基层多
元共治模式。
区域条件的多样性使乡村共生治理形成了不同的共生单元。中国疆域辽阔，既有雄伟
的高原、起伏的山岭，也有广阔的平原、低缓的丘陵，多样性的地势、地貌产生了不同的共生
单元，会形成不同的共生模式。诸如: 高山共生治理模式、湖海共生治理模式、河湾共生治理
模式、林地共生治理模式、草原共生治理模式等。从区域垂直分布的角度来看，区域地势的
高低决定着区域共生治理模式的形成，在不同海拔的山顶、山腰、山脚，人们就会根据地势的
情况，再结合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进而形成可行性的共生模式。从区域水平分布的角度
看，不同的地形地貌决定着不同共生单元的产生，如云贵高原的坝和寨、两湖地区的湾和冲、
北方的庄和屯等，因不同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多样性的共生治理模式，如坝共生治理模式、寨
共生治理模式、湾共生治理模式、冲共生治理模式、庄共生治理模式、屯共生治理模式等。概
而论之，面对多样性的区域条件，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需要充分考虑地势、地貌、地形对乡村
共生模式构建的影响，利用好区域毗邻的地理空间条件，激发共生单元参与乡村共生治理的
积极性，提升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水平和成效。
六、结论与讨论
( 一)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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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交织着经济、政治、社会、法权、文化、民族、历史乃至地理诸多因
素或条件的具有浓郁乡土风格的村社共同体［35］。在从传统的“乡土中国”向新时代的“新乡
土中国”的转型实践中，农民对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美好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质化
的特征。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是由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共生单元构建起来
的乡村共生模式，它既要考虑乡村政治和乡村经济的因素，还要考虑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的
因素。由此可见，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必要的实现条件，只有具备了相应
的条件，乡村共生治理才能实现，并且富有成效。
利益是新时代乡村共生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益关系共生既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形成
的首要条件，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经济基础。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以产权为
核心的利益关系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以共
生单元、产权单位、利益单元三者融合的有效性为重要条件，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才能使
乡村共生治理取得较好的成效。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实现有赖于共生单元的整体意愿。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是
人类一种自觉、自愿、自为的选择，是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群众意愿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
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先决基础，群众的意愿程度越高，共生单元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就
越高，乡村共生治理的成效就会越好。
文化认知程度的高低决定着乡村共生治理成效的高低。文化认知不仅是影响新时代乡
村共生治理的关键因素，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心理基础。新时代乡村共生
治理需要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农民等共生单元的协同合作，其共生治理的前提是共同的文
化认知。因此，共生单元的选择不仅要利益相近、理念相同，而且要文化相通。
乡村共生治理必须要有适宜的组织规模。组织规模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
现的内在基础。合理适度的组织规模，才能调动共生单元的积极性，增强共生单元参与乡村
共生治理的意愿，进而提高乡村共生治理的成效。
区域毗邻决定着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乡村共生治理的区域越大、距离越远，越难形
成乡村共生格局; 乡村共生治理的区域越小、距离越近，越易形成乡村共生格局。区域毗邻
共生是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重要空间基础。
( 二)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人们更加注重政治的公平与民主、社会的平等与正义、个人的自
由与权利。研究表明: 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实现取决于利益关系、群众意愿、文化认
知、组织规模、区域毗邻五个维度的共同作用，其中，利益关系和群众意愿是影响新时代乡村
共生治理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每一个条件或者因素都与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存在着必
然的关联，都会影响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但每一个条件或者因素都无法单独决定
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需要与其他条件或者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对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
有效实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受利益关系、群众意愿、文化认知、组织
规模和区域毗邻等五个维度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变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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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影响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五个条件或者因素中，每个条件或者因素的影
响力是不尽相同的，其作用和地位也是不相同的，利益关系、群众意愿是基础条件，文化认
知、组织规模是内部条件，区域毗邻是外部条件。
( 三) 研究展望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相互熟悉、
彼此尊敬、互相理解，这也正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
实践证明，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需要以达成共识的文化认知作为纽带，通过共生单元彼此利
益关系的交融，增强共生单元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形成一种互利共融的乡村治理“共同
体”。本研究只是从宏观层面提炼出了五个影响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的因素，并没有深入分
析五个条件对乡村共生治理的具体影响因子，如利益关系共生的具体关联点在哪里? 如何
调动共生单元参与共生治理的积极性? 共生规模控制在怎样的范围比较合适? 如何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与乡村共生治理的有效结合? 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也正是笔
者下一步聚焦的重点。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统计时间为 2014 年，本研究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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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Dimensions of Ｒealizing Effective Ｒural Symbiotic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 88)
LUO Mi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rural symbiotic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corresponding
conditions． Interests relationship，people＇s willingness，cultural cognition，organizational scale and re-
gional adjacency，constitute a variable func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symbiosi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Each factor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rural symbiosis governance: the
symbiosis of interests is the economic basis; the symbiosis of people＇s willingness is the prerequisite; the
symbiosis of organizational scale is the internal foundation; the symbiosis of cultural cognition is the psy-
chological basis; the symbiosis of regional adjacency is the spatial basis． Among them，the interests rela-
tionship and people＇s willingness are the most direct and most crucial factor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rural symbiotic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the consensus of cultural cognitio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symbiotic unit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utual interests of symbiotic units，thus form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community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with an " inclusive" value to co － ordinate the rur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the new era，and explore a
future picture of the symbiotic governance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interests relationship，the wishes of the
people，cultural cognition，organizational scale and regional adjacency as the core elements．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symbiotic governance; interests relations; people＇s willingness; cultural
cognition; organizational scale; regional adjacency
Ｒural Public Discourse Field: Theoretical logic，Transition and Construction
( 100)
HU Wei － wei ＆ YU Shui
(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
Abstract: As a supplement to the theory of public energy field，public discourse field is more convinc-
ing when explain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Situation，power and order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rural public discourse field． Among them，the logic of situation lies in the crea-
tion of confrontational space; the logic of power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al
power; the logic of order emphasizes the rational and orderly ga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public discourse field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can be found that: emptiness，vacuum and anomie are the specific features in the imperial period，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and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village self － governance period，while the
" discursive hegemony" of primary － level government and the " political apathy" of the bottom villagers
are the structural dilemmas of rural public discourse field．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choice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m，and under the premise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be-
tween rural flexible governance mode and rural public discourse field，reshape the flexible governance
structure，thus providing academic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discourse field．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public discourse field; discursive hegemony; political apathy; flexibl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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